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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锡洪

北宋初年，有一桩事，颇具戏剧性，
成为千古乐道的话题，这就是“杯酒释
兵权”。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综合《王文正公笔录》《丁晋公谈
录》和《涑水记闻》等前人的记载，在建
隆二年（961）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这一
事件。这段记载较长，我将其译为现代
汉语：

当时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宋太
祖旧日的老相识，均长期掌握禁军要
职。赵普多次向太祖进言，请求授予他
们别的官职，太祖都没有理会。赵普找
机会当面又向太祖提起这件事。太祖
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你何必担
心？”赵普说：“我也不担心他们会叛变，
但仔细观察这几个人，都不是善于统御
的人，恐怕不能约束他们下面的人。如
果不能约束部下，那么军队中一旦有人
作乱，就由不得他们做主了。”

听了这番话，太祖醒悟过来。于是
召集守信等人饮酒，当酒喝到痛快之
际，太祖屏退左右对他们说：“我若不是
靠你们的力量，不能达到今天的地步，
我一直记着你们的功德。不过做皇帝
也不容易，远不如做节度使来得轻松，
我一直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守信
等人都问为什么。太祖说：“这还用说
吗？皇帝这个位置，谁都盯着呢。”守信
等人连忙叩头说：“陛下为何这么说？
今天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皇帝说：

“不见得。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你们
手下若有人贪图富贵，一旦有人给你们
当中的哪个披上黄袍，即使你们不愿
意，也难以阻止。”众人跪地流泪说：“我
们愚钝，没有想到这些，唯愿陛下怜悯，

指示一条生路。”皇帝说：“人生如白驹
过隙，追求富贵不过是积累金钱，让自
己充裕地享乐，也使子孙不贫困罢了。
你们为何不放弃兵权，外任诸大藩，选
择买下好的田宅，为子孙立下永远不可
动摇的基业，多置歌舞女子，每天饮酒
欢乐地过完这一生。我且与尔等订立
婚姻盟约，君臣之间没有猜忌，上下和
睦，不也是好事吗？”众人拜谢说：“陛下
念及我们至此，真像是给了我们第二次
生命啊。”

第二天，众人都托病辞职。太祖从
其请，特别慰劳赐予了厚礼。过几天就
把他们都派往各地担任不握有军权的
节度使。唯独守信还任侍卫都指挥使，
但实际上兵权已不在他手中。殿前副
都点检一职亦逐步被虚化，不再掌握实
质兵权。

就在这样酒酣耳热、其乐融融之
际，太祖欲擒故纵，亮出底牌，并许愿给
钱给地给房子结亲家，将助他赢得大宋
江山的实力派将帅轻而易举地解除了
实质兵权。

关于这件历来喜闻乐道的宋太祖
“杯酒释兵权”逸事，学术界有些疑义争
讼。有人从一些具体史实与事件背景
考证，认为子虚乌有。

质疑“杯酒释兵权”事件真实性的
学者，一是认为李焘主要依据的《王文
正公笔录》《丁晋公谈录》和《涑水记闻》
系晚出史料，难以凭信；二是根据李焘
此后注文“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
之，甚可惜也，今追书”之语，认为官方
史籍不录，极为可疑；三是根据《长编》
对此事的建隆二年七月系时，认为是时

正值太祖之母杜氏六月新丧，尚在哀悼
期间，已有明令“不举宴”，所以其时不
可能会设宴。

正如李焘所言，“此事最大”，所以
在此我要认真一把，逐一审视一下上述
质疑。

在《长编》的史料来源中，除了司马
光的《涑水记闻》略晚，是神宗朝的作
品，《王文正公笔录》《丁晋公谈录》的述
说者王曾与丁谓都是真宗朝的宰相，距
太祖时期相隔不远，且王曾还主持修纂
过包括太祖朝在内的《三朝国史》。所
以这些史料尽管在细节上有载笔者的
附益，但基本事实当为可信。

李焘说“正史、实录皆略之”，成为
质疑者的有力证据，以期达到“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的效果。其实，说正史、实
录不载此事，是李焘的失察。在《宋史》
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中就有关于“杯
酒释兵权”事件的记载，我们来与上述
《长编》所记比较一下：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
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
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
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
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
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
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
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
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
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
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
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
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
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宋史》虽为元人所编辑，但所本则
是宋朝国史。南宋后期的记载，载籍不
备者，恐有元人增补，然北宋时期载籍
俱在，则多仍其旧。故《宋史》呈现详于
北宋略于南宋的记述失衡状态。此条
出于国史殆无疑义，而不大可能出于元
人依据《长编》的增补。因为比较细节
发现，《宋史》与《长编》的记载还是有所
差异。比如《宋史》所记的“晚朝”这样
的细节，在《长编》中就没有，并且《宋
史》的“皆以散官就第”的记载也与《长
编》记载令诸将出藩有异。翻检史籍，
在建隆二年确有诸将出藩的事实。这
一政治行为虽也有解除禁军兵权的意
义，但主要体现的，还是宋太祖通过制
度性安排，重构军政权力结构，以自己
的势力来削弱藩镇势力的意图。“以散
官就第”则确确实实是解除了兵权。

至于丧中不举宴的质疑，已为上述
所援引之《宋史》的记载所破解。李焘
因为没有看到国史中关于“杯酒释兵
权”事件的记载，重新缀合北宋人的诸
种原始文献，故将时日误系。前引《宋
史·石守信传》明确将事件的发生记在
“乾德初”。其时距杜太后去世已过去
数年，不存在举宴违礼的问题。

不是借酒撒疯，不是醉酒吐真言，
而是处心积虑，老谋深算。杯觥交错之
下，成功地解除了将帅的兵权，消弭了
潜在的威胁。所以太祖过了几年，又重
演故伎，来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长
编》卷十于开宝二年（969）十月记载：

己亥，上宴藩臣于后苑，酒酣，从容
谓之曰：“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
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前凤

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喻上指，即
前奏曰：“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
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前安
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榆次武行德、前护国
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
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竟自陈攻战阀阅
及履历艰苦，上曰：“此异代事，何足论
也。”庚子，以行德为太子太傅，从义为
左金吾卫上将军，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
军，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廷璋为右
千牛卫上将军。

这一切，又是在酒酣耳热之后进行
的。与上次释禁军兵权不同的是，这次
宋太祖是削藩，这是中央集权的一环。
第二次“杯酒释兵权”适足可成为第一
次的旁证。

历史的真实性有两种，一种是事相
的真实，一种是逻辑的真实。事相的真
实或有虚妄，逻辑的真实难加否认。

我相信“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
因为根据上述考证，不仅在事实层面难
以置疑，就是抛开细节问题，这一事件
也透射出强烈的逻辑真实。这就是像
宋人评价的那样，宋太祖以“仁厚立
国”。他对待具有潜在威胁的实力人
物，采取的不是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
杀功臣的铁血方式，而是采用了赎买政
策，以丰财厚禄劝退了这批人。

将赎买政策用于政治领域，宋太祖
创造了一个范式。

（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

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特聘教授、

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

授等）

对心学若干基础问题的辨析
陆象山（九渊）、王阳明（守仁）是宋明时期心学的代

表性人物。心学在当今非常流行，然而无论学界还是民
间对它都存在不少误解，需要认真辨析。

“杯酒释兵权”：我信其有 □王瑞来

第一，陆象山说的本心或者王阳明
说的良知是不是道德主体？应该说只
有在特定情况下才是。实际上，人，才
是道德主体，或者说，主导人的意识和
行动的心，才是道德主体。

心在宋明儒学中有主宰和知觉等
不同含义，其中最基本的是主宰，若非
如此，宋明儒者就不会说“天心”或者
“天地之心”，因为显然天地本身没有知
觉，那心的基本含义就只能是主宰，指
掌控局面，维持秩序。

关于主宰，阳明说“以其主宰而言
谓之心”，“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
朱子也持有同样看法：“心，主宰之谓
也。”心之为心，就在于它不仅是人身体
的主宰，也决定了人是不是按照自身的
道德本性或者外在的道德原则来行
事。在这两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心是
道德主体。

因为阳明说良知是“大头脑”，是
“主人翁”，所以我们容易把良知称为道
德主体。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良知是
人的意识中的一类意念，这些意念可能
直接发自妥善安顿万物的本性，也可能
只是符合妥善安顿万物的要求但不是
直接发自本性。但不管怎样，它们可以
引导和推动人去妥善安顿万物，因此可
以称为良知，可以称为道德意识。但人
可以选择听从这些意念的要求，也可以
选择不听从，它们必须和其它意念相互

竞争以说服人，它们的优势只是它们和
本性一致，因而更容易为人所选择。而
一旦被人所选择，成为主导人的意识和
行动的意念，它就使人成了真正的道德
主体。而人稳定地选择它们，或者它们
自然主导了人的意识和行动，那它们就
与人的心合而为一。在此种意义上，说
它们成为了道德主体也是可以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参考知行合一
的结论：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包含了本
来合一、能够合一和应该合一三层含
义，那良知与道德主体的关系也应该
具有这样的三层含义。因为人在本性
上是愿意按照良知行动的，所以良知
本来是道德主体，但因为私心杂念的
干扰，它在现实中未必成为主体；不过
它有主导人的意识和行动的能力，因
此能够成为道德主体，并且它也的确
应该成为道德主体。阳明说的“致良
知”，其基本含义是依循良知、落实良
知以及推扩良知到所有时间和地方。
从本体与主体关系的角度来看，这里
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良知本身是包
含准则和动力的，可以引导和推动人
的意识和行动，因此人只要依循良知
而不必有别的意念就行了，这突出了
良知本来具有成为道德主体的能力；
其次，不管怎样，仍然需要人做些什
么，做这些的主体是人，这又表明良知
并不直接就是道德主体。

第二，心学是否高扬了人的主体
性？心学确实因为我们有良知而认为
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并挺立自己的
良知，按照良知行事。但我们同时也
要注意两点：首先，纵向上来讲人的良
知之上还有天道，其次，横向上来讲自
己的良知之外还有他人的良知。

象山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
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第一句话是说自
己以宇宙的事情为自己的事情，也就是
担负起妥善安顿万物的职责，第二句话
是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职责。象山承
认不承认天道运转让万物生生不息？
当然承认，这是自己所不能涵盖和替代
的。他允许不允许别人也承担起这个
职责？当然允许，自己只是承担其中的
一部分，力量大的话多做一点，力量小
的话少做一点。阳明之所以说鸢飞鱼
跃这样活泼泼的景象“是吾良知的流行
不息”，是因为自己的良知与天道是一
体的，万物生生不息符合了自己的期
望，因此也就是自己的良知流行不息，

如果不是这样，而误把个人的良知当作
整个天道，那就难免于钱穆先生“唐大
不实”、“牢笼不住”的批评了。

面对他人的良知，阳明往往多加
肯定，放低自己，看到他人的表现中值
得肯定和有潜力提升的部分。即便其
人的良知没有发挥出来，他所作的更
多也是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对方的
不是，尽量避免因为指责对方而激发
对方的恶。在他看来舜之于象便是如
此。心学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贞定自
我与肯定他人。

相反，某种程度上理学对自我更有
天理在我的自信，而动不动认为这事不
合理，那人是小人，与心学存在挑毛病
和找好处的不同侧重。当然，心学对自
我既在加以肯定的同时，也不忘提出要
求，亦即良知不断有开悟，就要不断落
实新的开悟的内容。总之，我们不仅要
看到心学高扬自我的主体性，更要看到
其对天道的重视以及对他人良知的肯
定，这些对自我的良知构成了制约。

第三，工夫是否发生了内转？很多
人认为在阳明这里工夫发生了内转，以
至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的良知
上，对于物的客观性及其妥善安顿留意
不够。实则良知的本质是妥善安顿万物
的本来意愿，正是因为有这个意愿，所以
见到孺子入井会有“恻隐”之心，见到老
牛觳觫会有“不忍”之心，见到草木零落
会有“悯恤”之心，见到瓦石毁坏会有“顾
惜”之心，这些都以万物的妥善安顿为旨
趣。由此，让我们朝向良知，不意味着工
夫实现内转，反而要在事事物物上实现
良知，也就是妥善安顿万物，维系和促进
万物的生生。这个意义上的物无疑是实
在物，而不仅仅是人的意识的相关项。

相应地，阳明讲的“心外无物”最根
本的含义是：万物是否得到妥善安顿都
在我们的关心中，它们与我们是痛痒相
关、休戚与共的关系。就如贾宝玉看戏
的间隙要去看望小书房的那轴美人画一
样，他说要去“望慰”美人，这意味着她遭
受损害会去保护她。如果没有这样的关
心，与我们相关的物可能就无法维持良
好的存在状态，就像如果没有天道的话，
万物也不能存在了一样。之后的含义才
是说一个物，如果我们的意识没有投注
到它上面，那么它就好像不存在了一
样。比如贾宝玉说“辜负”了杏花的开
放，人不去欣赏那杏花，那它作为观赏对
象意义上的花就如同不存在了一样。

基于此，我们可以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良知的客观性和公共性问

题。如果说工夫内转，那就会出现每个
人都说自己所思所行是良知而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的问题，然而我们说良知的本
质是妥善安顿万物的本来意愿，那是否
妥善就有相对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
是仁义礼智的“义”。阳明经常提到义，
它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多
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自然增减分毫
不得”，不是单纯由我们主观说了算的。
良知内含着具体去找到这个合宜、恰切
状态的动力，否则不足以称为良知。当
然，如果一个人力量有限，阳明也承认发
心的重要，而不是单纯看结果，因为有发
心则可以创造条件实现目标，或者在条
件一旦具备的情况下推动目标实现。

其次，良知与气的关系问题。阳明
说良知“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可良知
是人的本心，是意识，怎么和物质性的、弥
漫于天地间的气关联起来的呢？其实不
难回答，因为良知的本质是妥善安顿万物
的本来意愿，那这个意愿自然会推动人在
现实中去实现它，它会调动人的身体和外
界的各种条件，这些都是气，都构成良知
运转的内在组成，如此则它就不仅仅是纯
粹意识，否则它就不能妥善安顿万物了。
类似的，阳明说的“身、心、意、知、物是一
件”也就好理解了，从静态角度来看，它们
各有所指，但是放在妥善安顿万物的行动
中，这些又是融为一体而不能割裂的。

第四，“无善无恶”是否说的是本体
（意思是根源和依据，在人来说是人自

然发出意识和行动的根源和依据）绝对
至善，发用（意思是根源和依据的表现

及其过程，在人来说是人具体发出意识

和行动）与这一本体不可相提并论？其
实并非如此，这可能恰恰说反了。

无善无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自然
好善恶恶，这里的“善恶”（形容词）实际
上是好恶（动词）的意思。因为好善恶
恶得很自然，不费力，不粘滞，就跟没有
好善恶恶一样，所以称为无善无恶，实
际上是比喻虽然发出善恶的评价了，但
因为很自然，所以跟没有发出一样。另
一个是无所谓善恶，它是说直接言说本
体则谈不上善恶，只有在发用上才能谈
善恶。阳明在天泉证道时说“意念上见
有善恶在”，关键就是一个“见”字，也就
是本体上是不见有善恶的。之所以这
样，是因为本体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
我们是无法脱离发用单独谈论本体
的。因此无善无恶恰恰提醒我们不要
脱离发用来谈本体，更不会让我们把本
体之至善与现实之有善有恶相对而谈。

阳明认为告子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告子执定看了，便有个无善无不善的
性在内。有善有恶又在物感上看，便有
个物在外，却做两边看了，便会差。”那
么差错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把本性局
限在尚未发出来的范围内，以至于其自
然发用流行出来，引导和推动我们妥善
安顿万物的这一面就被遮蔽了。在阳
明的视野中，朱子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朱子认为性是未发，“性才发，便是情”，
而不再是性了，性只能是未发。这就遮
蔽了性自然能发用的一面，并进一步导
致了他的工夫论绕开了直接发自本性
的本心。他不是不承认本心的存在，他
只是认为本心“才明便昏了”，就如同性
发了就是情而不是性，不足以凭借，而
必须另外寻找居敬和穷理的办法。从
阳明以及象山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支离
了，就会陷入繁难。这个问题的根源就
是把本体和发用区分开来，没有认识到
本体是一定要发用出来的，发用出来的
情也可以称为性，以及只能在发用上谈
善恶，而这正是阳明通过无善无恶要强
调的一个意思。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顿悟和渐修的
问题。不少人认为良知是不可思议的本

体，因此必须经历神乎其神的顿悟才能致
良知，实则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自然就有
妥善安顿万物的意愿，这一意愿随时可以
表现出来，尽管这一意愿的实现可能因为
能力的大小而不同，力量大的人安顿天
下，力量小的人顾好自己和家人，但它都
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实现，因此本
质上并不需要通过顿悟实现一个彻底的
转变才能致良知，尽管如果有这样的转变
的话，致良知会更轻松、容易。在这一点
上，阳明是不同于主张“发明本心”而“先
立其大”的象山的，象山的这些工夫可以
说是顿悟。阳明自身之所以需要经历万
死千难直到龙场悟道才发现致良知学说，
是因为他原本完全信从朱子学，而今人
则既无此前见，也完全可以直接利用已
经被阳明揭示出的心学资源。在此真正
需要的是立志让良知主导自己的意识和
行动，而不是顿悟。

以上讨论了本体与主体、自我与他
人、人心与天道、工夫的内与外、发用与
本体等问题，这些都是心学研究中的基
础性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辨“良知”：人，才是道德的主体

二辨“主体性”：应指向“天道+自我+他人”

三辨“工夫”：良知的本质是妥善安顿万物的本来意愿

四辨“无善无恶”：心性不独存，善恶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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